
清华简《周公之琴 舞》组诗对《诗经》 
原始形态的保存及被楚辞形式的接 受 

徐正英 

内容提要 新公布的清华简第三册 《周公之琴舞》，是一组未经孔子最后 “删定”而流 

传到楚国的 《诗经 ·周颂》“逸诗”，题目、短序、乐章标识俱全，代表了战国中期以 

前的 《诗经》存在形态。最值得关注的是，组诗中每首诗均有 “启曰” “乱日”乐章 

标识，其可能是对 《诗经》仪式乐歌 “颂”原始形态的保存，具有 《诗经》最早形态 

的再现意义。这一乐章标识，随着东周天子失位、功利的聘问赋诗之风兴起、用于典 

礼仪式的乐章渐趋式微，而逐渐失去实际意义。秦火后，汉代经师授经时，进一步专 

注于经义之解而彻底抛开了乐章，流于形式的 “始 (启) 曰” “乱日”乐章标识，遂 

在抄经过程中被略去。所幸，春秋时期随着东周宫廷典籍的散落与南传，楚国代代传 

抄保存下了这组有原始形态乐章标识的 《诗经》 “逸诗”，至战国时期，又幸被以屈原 

《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形式所接受，将本为乐章标识的 “乱日”变换性质而化用于楚辞 

作品的尾章章首，成为总括揭示全篇主 旨的结穴语，并构成了楚辞的主要形式特征 

之，一。 

一 《周公之琴舞》文本展示 

及其基本形态特征 

和郭店简、上博简一样，清华简也是战国中 

期稍晚的楚国墓葬竹简。 其第三册所收 《周公之 

琴舞》组诗，存周公儆毖诗 4句、成王 自做诗 9 

首，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内容，是罕见的题 

目、短序、乐章标识俱全的乐舞诗章。经研究确 

认，成王所作 9首组诗全部为 《诗经 ·周颂》诗 

篇，其中8首为 “逸诗”，周公所作 4句原来也应 

该是 《诗经 ·周颂》中另 9首组诗开头半首的内 

容。②为便于直观说明问题，先节录开篇数章和结 

尾一章如下，并依据整理者的注释译出大意。 

《周公之琴舞》(节录) 

原文： 今文大意： 

周公作多士儆毖，周公作对众士的告诫诗， 

琴舞九株 (卒)。乐舞九首。 

元纳启日： 起首开头曲日： 

无悔享君， 祀奉君王和祖先无怨悔， 

原文： 今文大意： 

罔坠其孝， 孝道莫要中道废。 

享惟怊币， 祭祀朝聘心愉悦， 

孝惟型币。 孝敬父母的行为要追随。 

成王作儆毖， 周成王作儆毖之诗， 

琴舞九铢 (卒)。乐舞九首。 

元纳启日： 第一首开头曲曰： 

敬之敬之， 为人处事常警惕， 

天惟显币， 天理昭彰不可欺， 

文非易币。 修养文德不改易， 

毋曰高高在上，莫说苍天高在上， 

陟降其事， 神灵天地常往来， 

卑监在兹。 监督人事在此处。 

乱曰： 第一首末尾曲曰： 

通我夙夜不逸，早晚努力不懈怠， 

儆之， 时间流逝常自警， 

日就月将， 日积月累循渐近， 

教其光明。 使我深入明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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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持其有肩， 众臣辅我担重任， 

示告余显德之行。向我指示明文德。 

再启 日： 

假哉古之人， 

夫明思慎， 

用仇其有辟， 

允丕承丕显， 

思攸亡敦。 

乱 曰： 

已． 

不造哉! 

思型之， 

思氍疆之。 

用求其定， 

裕彼熙不落， 

思慎。 

三启日： 

德元惟何? 

曰渊亦抑， 

严余不懈， 

业业畏忌， 

不易威仪， 

在言惟克， 

敬之! 

乱日： 

非天廒德， 

檗莫肯造之， 

夙夜不懈， 

懋敷其有悦， 

欲其文人， 

不逸监余。 

九启曰： 

呜呼! 

弼敢荒德， 

德非惰币， 

纯惟敬可亍， 

文非动币， 

不坠修彦。 

乱 日： 

第二首开头曲日： 

先祖先考实伟大， 

人人英明又谨慎， 

高尚德行配君主， 

不愧光照延后世， 

时间长远不厌弃。 

第二首末尾曲曰： 

罢了， 

如今家国遭不幸， 

先王德行要效法， 

勤勉努力不怠慢， 

小心谨慎求安定， 

国家兴旺不衰落， 

每 日常思要谨慎。 

第三首开头曲日： 

文德之首是什么。 

深沉渊广有大美， 

警告 自己不松懈。 

提心吊胆要谨慎， 

举止端庄不轻浮， 

开口说话要算数。 

常常警惕无大错。 

第三首末尾曲日： 

上天之德广且厚， 

庇佑事事有成就。 

早晚不敢有怠慢， 

乐以播布天恩德， 

祈望文德先祖庇， 

对我监督莫放松。 

第九首开头曲日： 

啊! 

为政不敢废文德， 

德行修养不懈怠， 

成善最是要敬畏， 

修养文德不容易， 

善美之人为我用。 

第九首末尾曲日： 

通我敬之， 时时刻刻常警戒， 

弗其坠哉， 修养文德要持恒， 

思丰其复， 德盛庇护家国兴， 

惟福思庸， 德高老臣满朝堂， 

黄翥惟盈。 便是国家有大福。 

节录仅为减省篇幅，中间所略四至八首内容，与 

上面的 “三启日”和最后的 “九启日”除序号有 

别外，形式全同，无碍于形式特点的讨论。 

由如上文本可见，虽然 《周公之琴舞》组诗 

至早能代表哪个时代的 《诗经》作品形态，笔者 

不敢妄断，但其代表未经孔子删定整理过的传至 

战国中期的一组 《诗经》作品完整形态，当是不 

会有人质疑的。综合考察，这组作品至少有 四个 

方面的形态特征值得注意：一是题 目乃撮取序文 

几字而成，这和今传 《诗经》篇子命名的方式相 

同；不过该篇似乎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周 

公之颂志 (诗)》④，又说明它的篇名规范化的时间 

要晚于孔子删定的主流文本，战国中期的抄写者 

竟还在给它另起别名。二是 《诗经》早期形态本 

就是有序文的，至晚在战国中期就有了。这一发 

现有可能颠覆学界关于 《毛诗序》是汉代经学产 

物的主流看法，重新 回归到郑玄的 “毛序先秦” 

说，只不过 《周公之琴舞》的序很短，仅一句概 

括性质的话，近于 《毛诗序》的 “首序” (首 

句)，可证 《毛诗序》每首阐发首序的 “续序”可 

能为汉儒后加。具体到 《诗经》各篇作品序文产 

生时间，则当因作品本身产生时间的早晚不同而 

不同。依生活经验合理推测，其当与学界公认度 

较高的西周晚期宣王时代、东周初期平王时代、 

春秋末期孑L子时代三次编集整理 《诗经》文本有 

密切关系。@创作 于西周初年而又演奏于宫廷的 

《周公之琴舞》，其短序加于第一次 《诗经》编集 

期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这组诗代表西周晚期 

《诗经》作品的原始形态也未可知。笔者甚至推 

想，如果马银琴的 “康王首编 《诗经》”说能有更 

强有力 的实证得到证 明，获得学界公认，那么 

《周公之琴舞》的短序加于康王时期，也不是没有 

可能。若然，则这组诗就有可能代表西周前期 

《诗经》作品文本的原始形态了。三是从题目、序 

文所言 “琴舞”和各诗所标 “启日” “乱日”乐 

章标识，不难发现 《诗经》 “颂诗”的早期形态， 

不仅是配乐演唱的，而且是 “诗乐舞”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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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 “风诗”的只歌不舞颇不相同。 四是与题 

目和小序的后加不同，《周公之琴舞》每首诗 “启 

日”“乱日”对举的乐章标识 ，当是 《诗经》 的仪 

式乐歌 “颂”一开始制作时就有的，代表了 “颂” 

诗的原始存在形态。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 四 

个问题都展开讨论，仅拟对组诗中最早的 “启日” 

“乱日”乐章标识提出一得之见，其它问题 ，容待 

以后专文讨论。 

二 “启日"“乱日”的乐章标识，可能代 

表了 《诗经》作品的原始存在形态 

我们从今天所见秦火之后的 《诗经》文本中， 

并不能窥出多少演唱的痕迹，因此它的原有演唱 

形式和原始存在形态是什么样的，不能不成为人 

们感兴趣的问题。其它传世文献，虽能帮助我们 

对 《诗经》的原始形态作出种种合理性推测，但 

毕竟不能代替我们完全复原其原始形态。人们耳 

熟能详的 《论语 ·泰伯》篇孑L子名言 “师挚之始， 

《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是孔子亲耳聆听 

鲁国太师挚演奏 《诗经》乐曲的实例。 最令孔子 

兴奋赞赏的是师挚演奏其中某诗首章乐曲和 《关 

雎》末章乐曲的情景，他称满耳都是音乐。这就 

透露出演奏 《诗经》作品的开头曲称为 “始”，演 

奏其末尾曲称为 “乱”的信息。从这一信息中， 

我们可大体推想，“始”和 “乱”当时在 《诗经》 

作品中应当是有具体标识的，只是不大清楚其标 

识的具体样式。借此需要澄清一点，影响最大的 

通行本杨伯峻 《论语译注》，对 “《关雎》之乱” 

的翻译和注释可能并不符合孑L子原意。其译为 

“当结尾演奏 《关雎》之曲的时候”，注为 “‘始’ 

是乐的开端， ‘乱 ’是乐 的结束。由 ‘始 ’到 

“乱”，叫做 ‘一成’。 ‘乱’是 ‘合乐 ’，犹如今 

日的合唱。当合奏之时，奏 《关雎》的乐章，所 

以说 ‘《关雎》之乱 ’。”④这一译注当本于宋人赵 

惠 《四书笺义纂要》和清人刘台拱 《论语骈枝》， 

其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关雎》之乱”，不是指 

《关雎》整首诗的乐章为 “乱”，更不是指 《关 

雎》等一组诗的乐章为 “乱”，而是指 《关雎》一 

诗的末章乐曲。这一点朱熹 《四书集注》本已注 

得简洁明嘹： “乱，乐之卒章也。”近人程树德辨 

析得更为有力：“乱既曲终之名，《关雎》自成一 

曲，何以总名日 ‘乱’?”@其实孔子的话很明白， 

字面直译是不该发生歧义的：“《关雎》之乱”即 

《关雎》一诗的 “乱” (末章)。如果称 《关雎》 

全诗为 “乱”或 《关雎》一组诗为 “乱”，孔子 

的话则应该为 “乱之 《关雎》”，即乐章末尾的 

《关雎》篇，而不是倒过来称 “《关雎》之乱”。 

如果说孔子言论仅是述及 了 《诗经》 作品 

“乱”的概念，而另一则亦为人熟知的介绍孔子七 

世祖正考父校理 《商颂》作品的传世文献，则具 

体展示了 《诗经》作品之 “乱”的原始形态。《国 

语 ·鲁语下》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 

周太师，以 《那》为首，其辑之乱日：自古在昔， 

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⑨这里记载的是 

公元前 490年孔子周游列国时期，鲁大夫闵马父的 

言论，“十二篇”，表明正考父校理的是 《诗经 · 

商颂》文本；“于周太师”，表明正考父校理的同 

时还是 《诗经 -商颂》的音乐，不论他是从周太 

师校理还是代周太师校理，均表明是诗乐 同校。 

而 “乱日”以下四句诗，正是今本 《商颂》首篇 

《那》的末尾四旬，只是今本还有最后两句未被此 

处引完 (之所以未引完，估计是出于闵马父转述 

内容的需要 ，没有什么复杂原因)。今本 《那》诗 

共 22句，其最后 6句为全诗的末章当无异议。如 

此，则 “乱日”至结束一段引文，可能就是当年 

《诗经》演唱形式和文本形式的原始存在形态，也 

就是说，在孔子时代，《诗经》的每首作品末章之 

前可能都标有音乐的演奏标识 “乱日”二字。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一首完整 《诗经》作品 

的全部音乐标识是怎样的?传世文献未能进一步 

提供更多信息，所 以只有寄希望于出土文献 了。 

而这篇清华简 《周公之琴舞》组诗展示的也许恰 

恰就是人们期待已久的 《诗经》作品诗乐并存的 

完整原始形态。从上面过录文本可知，九首组诗 

每首两章，前章都以 “启日”二字开头，后章都 

以 “乱 日”二 字开头，正如 整理者 注释所言： 

“启，乐奏九曲，每曲分为两部分，开始部分称为 

‘启’，终结部分称为 ‘乱’。篇中成王所作共九章 

(首)，每 章 (首 )都有 ‘启 ’与 ‘乱 ’两 部 

分。”∞尽管目前对这 9首组诗的 《诗经》原始形态 

代表性问题尚无定论，但笔者以为只要能将其中 

的两个问题理清，就可以做出肯定性判断。 

第一个问题是，孔子称当时演奏 《诗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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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首章为 “始”，而此 《周公之琴舞》每首诗开 

篇标识的都是 “启日”而非 “始日”。这一问题从 

字面上倒不难解释，“始”者开始，“启”者开启， 
一 观便知，二义全同，都是开头的意思。不好确 

定的则是当时 《诗经》作品究竟标识的是哪个字? 

笔者倾向于认为最初很可能是 “始日”“启日”标 

识混用。孔子作为时代文化巨人，其对诗乐概念 

的表述一般不会太随意，他称 “始”不称 “启”， 

应该是代表了规范的叫法，后出 《礼记 ·乐记》 

在谈论古乐时也常常 “始” “乱”对举而非 “启” 

“乱”对举便可印证。其云： “再始以著往，复乱 

以饬归”，“今夫古乐⋯⋯始奏以文，复乱以武。” 

笔者臆测，孔子之前，也许 “始日”“启日”两种 

字样混杂标识于诗篇乐歌之 中，有 的作 品标为 

“始日”，有的标为 “启日”，因为无关大体，所以 

未必刻意要求统一。后经孔子整理为 《诗经》授 

课教材并成为主流文本时， 可能他才将其规范化， 

统一用 “始日”“乱日”对举标识每首作品了；而 

另类未经孔子整理的不规范的与 “乱日”对举的 

“启日” “始日”混用文本，在礼崩乐坏的年代或 

流散民间，或被宫廷乐师带往楚国等地，以一种 

边缘化的方式代代传抄流传着，便成了我们今天 

所看到的重现于地下的战国版 《周公之琴舞》模 

样。先秦抄写时代 ，种种版本并行流传的情况是 

常有 的，也是正常的。若此推测不太荒谬的话， 

将 《周公之琴舞》视为先秦时期有代表性的一种 

《诗经》作品原始存在形态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至 

于当时除 “始 (或启)日” “乱日”乐章结构标 

识之外，《诗经》文本是否每句都还有宫、商、 

角、徵、羽乐调标识，因文献不足而不敢妄言。 

第二个 问题是，依孔子说话 的语气，既然 

《诗经》作品首章乐曲称 “始”卒章称 “乱”，自 

然还应该有不属于 “始”和 “乱”的中间乐章， 

而 《周公之琴舞》的一组九首诗都只有首尾两章， 

没有中间乐章，因此，这一文本能不能涵盖和代 

表 《诗经》中有中间乐章的长篇也就成了疑问。 

如果地下真的出土了 《诗经》时代有完整音乐标 

识的三章以上长诗文本，也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在没有出土此类实证性文本的当下，我们 

只能根据现有文献作出相对合理的推测。笔者意 

见有三：一，孔子的言论是针对 “国风”诗篇而 

言的，因 “国风”一百六十篇大多数都是两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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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篇幅，所以孔子言及时蕴含首尾之间还有乐 

章的意思是 自然而然的，并不能因此就说明孔子 

认为 《周颂》各诗首尾中间也应有乐章。二，所 

有传世文献 中，涉及到 的诗歌乐章术语，只有 

“始” “乱”而尚没有发现其它并列术语。虽然南 

方 《楚辞》作品中有 “倡 日” “重日” “少歌” 

(或称 “小歌”)∞等术语，但江林昌的研究结论很 

明白：“通过有关古注的考辨可以肯定 ， ‘倡日’ 

‘重日’即相 当于 ‘启 (始)日’，而 ‘少歌 ’、 

‘小歌’‘讯日’即为 ‘乱日’。”@也就是说，《楚 

辞》中这些术语只不过是 “启 日”或 “乱日”在 

南方的不同叫法而已，并不是与首章 “启日”和 

末章 “乱日”并列的中间乐章的术语。三，相对 

于采 自民间的 “风诗”， 献 自公卿列士 的 “雅 

诗”@而言，宫廷制作的 “颂诗”@无疑当最受统治 

者的重视。虽然依今人的文学眼光审视， “国风” 

最有文采和价值，但在当时，不论是从维护国家 

典章礼仪制度的重要性看，还是从保存作品诗乐 

形式的规范性看，由 “风”到 “颂”的重要程度 

都是递进式的，作为仪式乐歌的 “颂”肯定是最 

重要的。单就 “三颂”而言，无疑代表西周礼乐 

文明的 《周颂》又是最为重要的。因此，《周颂》 

的篇幅形式很可能具有范式性质。 

对读今本 《周颂》 三十一篇诗作和清华 简 

《周公之琴舞》九首组诗，不难发现它们的体制形 

式和规模有很大一致性。《周公之琴舞》每首 2 

章，每章5句、6句、7句、8句不等，《周颂》31 

篇分别按每章 5句、6句、7句、8句不等统计， 

每篇一章的诗共 15篇，占去近半；每篇分 2章的 

诗共 14篇，亦占去近半；31篇中3章以上的长诗 

仅有23句的 《良耜》和31句的 《载芟》2篇。这 

说明流传至今的 《周颂》作品，基本都没有 “始” 

“乱”之外的中间乐章，因此也就可能并不存在中 

间乐章的命名和标识问题。即使偶有不合体制的 

长篇特例，按常理是不大可能单独破例命名标 

识的。 

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说明一下，不少著名学者 

认为，《周颂》中的某些短章有可能原来是联成一 

组的。如，王国维 《周大武乐章考》据 《左传》 

和 《礼记》相关记载推断，今本 《诗经 ·周颂》 

中的 《武》篇，原来很可能由 《昊天成命》、 

《武》、《酌》、《桓》、《赉》、《殷》等六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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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周颂说》也推测，今本 《周颂》各篇短 

制且不分章 (首)并非原貌，并尝试在 《周颂》 

中寻出 《肆夏》、 《武》、勺、象舞、嗣王践阼之 

舞、稷田之舞等组诗的端绪，∞但由于文献不足而 

未果。此后陆侃如、冯沅君 《中国诗史》、高亨 

《周代大武乐考释》等继续讨论此问题，高亨认为 

《武》乐章顺序应当是 《我将》、 《武》、 《赉》、 

《般》、《酌》、《桓》，@与王国维有异。笔者借此要 

说明的是，专家们的结论与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并 

不矛盾。即便以上 《周颂》中的各篇短制确实都 

是组诗中的篇子，也仍可按照组诗中每小篇上章 

标识 “始 (启)日”下章标识 “乱日”的样式展 

示其形态。 

由此可见，不仅 《周公之琴舞》的 “启日” 

“乱日”两章诗乐符合 《周颂》诗作的基本特征， 

而且由此范式逆推，《诗经》风雅颂中其它长篇或 

短篇作品的原始形态，也都可能确实只有 “始 

(或启)日”“乱日”乐章标识 ，而中间章节并无 

其它音乐标识。因此，清华简 《周公之琴舞》文 

本样式的面世，不仅展示了 《诗经》中仪式乐歌 

“颂”的原始形态，还可能有了全部 《诗经》作品 

原始形态的再现意义。在 《周公之琴舞》 出土之 

前，无论传世文献如 《左传》、《国语》、《论语》 

等引 《诗》，还是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郭店 

简、上博简等均为逸句而无完篇，皆无力再现 

《诗经》诗乐并存的原始形态。所以 《周公之琴 

舞》的历史还原意义尤其显得珍贵。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今 天见 到的 

《诗经》传世文本，没有 “始 (或启)日” “乱 

日”音乐标识呢?笔者愚见，其是时代对 《诗经》 

需求的重点发生重大变化所致的必然结果。不难 

想像，在礼乐完备的西周时期，宫廷对以 “声” 

为用的乐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以 “义”为用的诗 

的重视程度，当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大体信从王国维 《汉以后所传周乐考》、 

王小盾 《诗六义原始》、马银琴 《周秦时代诗的传 

播史》固中先后审述的西周开始即存在以 “声”为 

用的瞽噱之教传统和以 “义”为用的国子之教传 

统的观点 (认为前者重在培养祭祀人才，后者重 

在培养行政人才)，尤其服膺王小盾对 “六诗”到 

“六义”演变过程的如下揭示：“六诗是西周乐教 

的六个项 目，服务于仪式上的史诗唱诵和乐舞。 

其中 ‘风’与 ‘赋’，是用言语传述诗的两种方 

式，分别指方音诵和雅言诵；‘比’与 ‘兴 ’是用 

歌唱传述诗 的两种方式，分别指赓 歌与和歌； 

‘雅’和 ‘颂’则是加入器乐因素来传述诗的方 

式，分别指乐歌与舞歌。今本 《诗经》的各种格 

式均是六诗影响的产物。从 ‘六诗 ’到 ‘六义 ’ 

的演变经过若干历史阶段。其中重要的条件因素 

有三项：一是随着神权政治削弱、雅言功能扩大 

和礼乐制度崩坏，由司乐之官掌管乐教逐步让位 

于由司徒之官掌管的德教；二是诗三百文本的形 

成，其过程大致是散乐纳人正乐、乡乐奏入仪式、 

献进之诗编为正歌的过程；三是儒家诗学传统的 

确立。”固但笔者以为，他们 的见解仍有需要完善 

处：一是，尽管西周开始的国子之教与瞽瞍之教 

有所区别，如瞽瞍不识字，也无法认字，自然教 

中更重乐，但在以礼治国的西周，乐为礼设，礼 

最重祀，不只是对培养的祭祀人才才重乐教，对 

培养的行政人才同样重乐教，典礼仪式是立国之 

本，所以，礼乐是贵族子弟的首备修养。《尚书 · 

尧典》 “帝日：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 

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即为明证。此虽 

托名帝舜之言，事实上不可能是舜时言论，而是 

指的西周礼制。其对 “胄子”即国子的教育主要 

是以 “声”为用的 “乐”而不是以 “义”为用的 

诗，是用中和之音塑造国子的中庸人格，乐在国 

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比诗的地位高得多。二是， 

之所以到了东周平王以后，乐的地位急剧下降， 

诗的地位快速上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天子失 

官”、列国纷争，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取代，以 

“声”为用的乐——典礼性功能，成了各诸侯国僭 

越争霸的障碍；而以 “义”为用的诗——实用性 

功能，则成了诸侯们外交场上打着护卫周礼旗号， 

代表 自己的国家意志断章取义，为本国争得实际 

利益的工具。这一活动始于鲁僖公 23年，止于鲁 

定公 4年，早于孑L子 86年，至孔子 46岁，风行 

130余年。这个时代，尽管仍有晋韩宣子至鲁考察 

后发出 “周礼尽在鲁矣”之叹，吴公子季札到鲁 

有主要观乐而非观诗之举 (两人至鲁考察本身即 

说明各诸侯国礼乐散乱严重)；尽管文献仍有各国 

祀祭仪式活动尤其僭越仪式活动的记载，如孔子 

“不可忍”季氏的 “八佾舞于庭”、婉讽其 “奚取 

于三家之堂”，质问林放纵恿季氏 “旅 (祭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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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等。@但是相对于诸侯国之间频繁的赋诗引 

诗活动记载，则就显得冷落多了。据董治安先生 

统计固，仅见于 《左传》、 《国语》记载的赋诗活 

动就分别达到 68篇次和6篇次，引诗活动分别达 

到 181篇次和 26篇次，总计达 281篇次，未见于 

记载者当也不在少数。要知道，这些赋诗引诗活 

动都是不配乐演唱的。外交场合相互赋 《诗》皆 

为临场发挥，机智择句，赋诗断章而不是吟诵全 

篇，所以当时是不可能也没办法用音乐伴奏的。 

孔子所谓 “诵诗三百”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 

多亦奚以为”，即从侧面揭示了赋诗这一活动的 

“随机性”、 “应变性”特征。从后起 “赋”的定 

义逆推，也可知道赋诗断章不配乐演唱的特点。 

春秋时代这一赋诗活动所导致的结果无非三 

点：一是 《诗经》作品脱离音乐的统治，由从属 

地位走向身份独立；二是诗乐分离，诗学乐学各 

成门类，前者走向广阔社会与 日常生活，后者局 

限于上层小的空间；三是诗学地位上升，乐学原 

有的主导地位丧失，并逐渐走 向式微。由孔子对 

《诗经》的态度就可以说明这一发展趋势。极重礼 

乐而又精通音乐的孔子，尽管晚年使 《诗经》“雅 

颂各得其所”，也不难想象他教授 《诗经》的过程 

中还常常亲自演奏，但他对 《诗经》作品内容的 

重视程度已远高过对其乐章的重视程度。这不仅 

从 《论语》所载其 18次讲授 《诗经》言论中仅 3 

次论其乐，2次诗乐兼论，所余 13次皆为讨论其 

作品内容可证。上博简 《孔子诗论》所讲授的63 

首 《诗经》作品全部都是从内容出发，唯有讨论 

风雅颂风格、文艺本质时才兼及音乐，亦可确切 

证实。至战国时代，不论反 《诗》还是尊 《诗》， 

都是从对诗 “义”解读角度人手的，诗乐此后渐 

行渐远，各行其道， 《诗经》 中的 “始日” “乱 

日”乐章标识也就逐渐失去了原有提示演奏的实 

际意义而流于形式。秦火后，随着汉代国家意志 

的统一，《诗经》 内容被政治化、历史化、伦理化 

和经典化，经师们传授时干脆完全专注于对经义 

的阐释而彻底抛开了其音乐演奏特性，连其乐章 

形式也不在意了。因此汉代的人们在抄录 《诗经》 

文本的过程中，将可有可无的乐章标识 “启 日” 

“乱日”略去，也就是 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音乐标识的原始形态在 

《诗经》中失传了，但春秋时期它却随着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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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南传，留在了楚国，后来又为屈原 《离骚》 

为代表的楚辞所接受，并变换身份，作为楚辞形 

式特征之一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 

三 楚辞对 《诗经》原始形态 “启日” 

“乱日”形式的接受与改造 

众所周知，屈原是楚辞文学的创始人，作为 

屈原和楚辞的代表，《离骚》、《九章》 (《惜颂》、 

《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 

《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招魂》等十一 

篇作品，从表现形式上有一个共同特点：每篇作 

品的最后一段，都 以 “乱 日”或一次变形特例 

“少歌 (小歌)日”开头 (《九章》中的篇目有省 

略)。这一表现形式后来被视为楚辞的主要外在特 

征之一。 

关于楚辞这一形式特征形成的原因问题，自 

朱熹开始，历代以至于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发生 

着误解，认为楚辞是能够配乐演唱甚至跳舞的， 

依此理，“乱日”既然是演唱的乐章标识，自然这 
一 形式就该是起源于演唱并跳舞的楚地民间祭歌 

了。其实，这一理解是不符合楚辞的历史实际的， 

楚辞并不能够演唱。它这一形式特征的形成，很 

可能源于对 《诗经》原始形态 “启 日”“乱 日” 

形式的接受。 

具体到屈原的创作，与个体化的 “国风”被 

采集谱曲后变成官方化的演唱脚本不同，屈原只 

是 自我吟哦而已，谱曲演奏是不现实的。这一点， 

从大量外证史料可以得到确认。汉人去屈原未远， 

清楚屈作特征，西汉前期较早的 《鲁诗传》和稍 

晚的 《毛诗诂训传》都为赋体下过定义，称 “不 

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也就是说 

赋这种文学样式的最基本特征是只吟诵而不演唱。 

而在他们的观念里，屈原的作品就是我国最早的 

赋作 ，是汉赋之祖。所以，西汉后期 目录学家刘 

向奉旨整理国库文献时，依泛称的定义，直接将 

屈原如上作品以 “屈原赋”之名著录于其目录学 

著作 《别录》中，其子刘歆著述 《七略》时又将 

屈作著录于 《诗赋略》之首。视屈作为赋体之祖 

并不是刘向父子 的个人私见，而是汉人的共识， 

所以同时期的扬雄才在 《法言 ·吾子》中称赞 

“诗人 (指屈原)之赋丽以则，辞人 (指屈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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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之赋丽以淫”；东汉班固在撮抄 《七略》内 

容为 《汉书 ·艺文志》时，不仅仍将 “屈原赋二 

十五篇”著录于其 《诗赋略》之首，而且照录 

《毛传》为赋所下定义以介绍楚辞汉赋创作概况， 

并进而称： “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 

这些文献足以证明屈原独立创作的楚辞作品，和 

后来的汉赋一样是不配乐演唱的。另外，班固在 

《两都赋序》中为汉赋起源所下的定义 “赋者，古 

诗之流也”，常被作为经学时代汉人 “依经立论” 

思想局限的实例予以批评，其实，撇开 “依经立 

论”思想不谈，班固此处也是意在揭示汉赋 “不 

歌而诵”的基本特征。因为如前所述，春秋时期 

外交场合赋诗言志、断章取义的主要表现方式就 

是 “不歌而诵”，以此代表官方表达国家意志，而 

汉赋润色鸿业也是借赋作表达 国家意志，所 以， 

从这个意义上称赋是 《诗经》 的一个支流，是符 

合历史实际的。刘勰 《文心雕龙 ·诠赋》篇，也 

赞同汉人的如上言论。由此可以得 出结论，从春 

秋的赋诗断章，到屈原的 自我吟哦，再到汉赋的 

登高而赋，是一脉相承的，都不配乐演唱。 

既然以 《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上述作品都不 

配乐演唱，那么其作品末段的 “乱 日”标识形式 

又源于什么并有什么用意呢?按照常理，既然称 

为楚辞，自然是楚 国作家 “书楚语 ，作楚声，纪 

楚地，名楚物”圆的产物了。其渊源于楚地巫祀民 

歌、深植于独特的南楚文化沃土之中，当是无异 

议的。其形式特征应该主要是受传统的楚地民间 

文学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是，具体 

到 “乱日”形式的渊源问题，笔者检遍了相关文 

献，并没有发现它与楚文化传统的联系。 

先看传世文献。早于屈原的楚国早期诗歌及 

童谣、谣谚，也可能吟诵，也可能徒歌，也可能 

配乐歌唱，但这些文本却皆无 “乱 日”形式。依 

次如春秋时期的 《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 

己歌》、《优孟歌》、《伉慨歌》、《楚狂接舆歌》， 

战国时期的 《徐人歌》、 《越人歌》、 《沧浪歌》， 

春秋时期的 《楚童谣》，战国时期的 《楚人谣》 

等，都未发现有 “乱日”标识形式。其中 《越人 

歌》是歌者 “越人拥楫而歌”，肯定是唱的，但可 

能是徒歌。如上楚地民间歌谣确实为楚辞体的形 

式打下了较好基础，《越人歌》的结构形式和 《离 

骚》、《怀沙》等有些句式极为相似；屈原 《渔父》 

中还引用了 《沧浪歌》，也说明他对楚地民歌极为 

熟悉，并学习楚地民歌。但可以肯定的是，屈原 

如上 11篇作品中的 “乱日”标识，并非继承楚地 

民歌形式而来。 

再看出土文献。上博简第八 册收录整理 了 

《李颂》、《兰赋》、《有皇将起》、《踌藕》 四篇文， 

学作品，据整理者鉴定，上博简和郭店简一样都 

是战国中期稍晚的楚墓竹简，所以这4篇作品自然 

都早于屈原的楚辞创作。篇名皆为整理者依作品 

内容歌咏对象所加，除 《兰赋》 因没有 “兮”字 

句，而被整理者定性为早期赋体外，其余3篇皆被 

界定为早期楚辞作品，这一定性基本可以信从。 

四篇作品有一共同特征，就是借物言志，同时所 

言之志皆君子的高洁之志，且有郁闷之情蕴含其 

中，读之，自然就会联想到屈原的系列作品。如， 

由 《李颂》篇歌咏李树居于平民院中受到冷落而 

仍持 “非与从风”、不与世俗沉浮的操守，就会联 

想到屈原 《九章》中的 《橘颂》，且两者的句子 

“深利终逗，夸其不贰兮”与 “深固难徙，更壹志 

兮”颇为相仿。再如，由 《兰赋》咏兰草花儿落 

尽仍不失芬芳，自然会联想到屈原 《离骚》对 

“香草美人”的歌咏，二者的 “其志洁”、“其咏物 

芳”的立意和表现手法都是暗合的。由 《有皇将 

起》中拳拳之诚被小人谗毁的郁闷心情，也会联 

想到屈原作品的感情基调。同时，从表现形式的 

成熟程度看，其 尚处于未经屈原完善定型的早期 

形态，这一形态的主要表现是多为四字句、五字 

句、甚至六字句 (不含虚字)交错使用不定型， 

不象屈原之作已定型为五字句。和其它古代文学 

样式一样，楚辞文学也应当是 由民间走向文人和 

贵族阶层的，甚至它的民间性更强，被贵族文人 

学习、汲取、加工改造的特征更为明显。但是它 

的起源问题则是急需解决而又因文献不足难以解 

决的重要课题，更不是本文所要解决也解决不了 

的问题。笔者这里要说的是，如上可能被屈原汲 

取过营养的4篇作品，全部都没有在末章之首标识 

“乱日”二字。也就是说 ，通过对如上早期出土文 

学文本研究可知，屈原如上 11篇作品中的 “乱 

日”标识，亦非借鉴楚地早期文人创作的楚辞雏 

型形式而来。 

最后再看屈原的 《九歌》11篇作品。礼乐文 

明、圣贤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巫觋文化、祀 
．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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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文化是南楚文化的要义，所以楚国巫歌巫曲非 

常发达。而这些迎神送鬼的民间歌曲，肯定是配 

乐演唱的。屈原 的 《九歌》 11篇，与前述 《离 

骚》、《九章》、《招魂》等内心创作不同，是他对 

南楚各地民间巫神乐曲的汇集整理，修饰润色， 

他仅仅是一个整理者的身份。可以想象，各地不 

同版本，不 同方言，不规范 的字词用语和乐调， 

被屈原规范统一了，因此再放 回到民间去影响就 

会更大了。屈原既然对这些 民间祀神歌曲怀有浓 

厚的兴趣，在文学创作 中，汲取其营养，也是很 

自然的事情。但是，和前述传世文献、出土文献 

中的文学文本一样 ，《九歌》这组专门配乐演唱的 

民间祭曲，恰恰也全没有末章标识 “乱日”的形 

式。这种无 “乱 日”标识 的曲子，绝不会是如 

《诗经》因诗乐分离而汉代之后被略去所致，而是 

本来就没有。因为楚辞 《九歌》之类的楚地歌曲 

汉代仍在民间演唱，诗乐未分，不仅其辞没有作 

为经文被经师单独传授，甚至此前也可能未经秦 

火。看来土生土长的南楚民间文学，确实因为生 

活地域、山水形势及眼界的限制，自成系统而未 

受到北方 《诗经》演唱形式影响，和楚国贵族文 

人广受诗学文化熏陶明显不同。因此，我们的结 

论是，屈原在创作 《离骚》等楚辞文学作品时， 

其 “乱日”标识形式也不可能受到民间巫风祭歌 

的影响。 

那么，屈原作品代表 的末章 “乱 日”形式， 

到底是受了什么文学形式的影响呢?笔者推测， 

只有 《诗经》了。而清华简 《周公之琴舞》组诗 

中的 “启曰”“乱日”乐章对举标识，正为这一推 

测提供了实证和样本。我们不妨从宏观到具体对 

这一推测加以讨论，最后落脚到清华简 《周公之 

琴舞》的实证上。 
一 是，楚国本就是中原政权西周的封国。“当 

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 

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固熊绎是周成王 

所封楚君，时代并不遥远。众所周知，在诸多因 

素中，政权是决定文化特色的主导因素，因此， 

作为西周受封国的楚地，不论其 自身固有文化传 

统多么坚固和独特，西周之后接受中原文化影响 

当是必然趋势。 

二是，至春秋时期，南楚贵族学习中原文化， 

重视诗教，已成风尚。《国语 ·楚语上》载楚庄王 
· 5R ． 

时期的太子傅士壹向申叔时请教如何对太子进行 

教育时，申叔时就曾将 “诗”作为太傅必教课程 

之一。申叔时说 ：“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 

耀明其志。”④认为诗教可以开启心志，彰显道德， 

能够使太子树立效法古圣先贤的志向。可见，春 

秋时的楚国已很重视诗教，《诗经》是楚国太子的 

学习书目之一。不仅如此，楚国还出现了一些熟 

悉中原文化的人物，如左史倚相。《左传 ·昭公十 

二年》记载，楚灵王对子革称赞左史倚相，说他 

“能读 《三坟》、《五典》、 《八索》、 《九丘》”固。 

可见他是一个熟悉 中原文化典籍的人物。其实， 

他同样也熟悉 “诗”，《国语 ·楚语上》载左史倚 

相对申公子害说：“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 

箴儆于国，日：‘自卿 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 

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 

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 

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 

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l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 

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嚎不失诵，以训御之， 

于是乎作 《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殁也，谓之睿 

圣武公。子实不睿圣，于倚相何害!《周书》日： 

‘文王至于日中吴，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 

恭。”田这段话中所提到的 《懿》，韦昭注为 “懿， 

诗大雅抑之篇也”。 也就是 《诗经 ·大雅》 中的 

《抑》篇。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在春秋时期兴 

起的各 国使节聘问赋 《诗》活动和各 国贵族引 

《诗》风潮中，地处南方的楚国，却扮演了仅次于 

鲁晋而远超其它中原众国的特殊角色。据董治安 

先生统计，《左传》中有 20篇记载楚人引诗、赋 

诗的内容固：如前文所提到过的 《左传 ·宣公十二 

年》君臣对话 ，其中就引述了 《大武》乐诗的篇 

目；《左传 ·襄公二十七年》蓬罢赋诗 《大雅 ·既 

醉》也是很有名的例子：“楚蘧罢如晋淮盟，晋侯 

享之。将出，赋 《既醉》。叔向日： ‘蘧氏之有后 

于楚国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荡将知政 

矣。敏以事君，必能养民，政其焉往?” 宴会结 

束时，蘧罢赋 《大雅 ·既醉》，取其首章 “既醉以 

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赞美晋平 

公，将他比之太平君主。 《国语》中楚人引诗 4 

次，如：公元前 637年 《国语 ·晋语》楚成王引 

《曹风 ·候人》就较为典型：“令尹子玉日：‘请杀 

晋公子。弗杀而反晋国，必惧楚师。’王日： ‘不 



清华简 《周公之琴舞》组诗对 《诗经》原始形态的保存及被楚辞形式的接受 

可。楚师之惧 ，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杀之何为? 

天之祚楚，谁能惧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土，其 

无令君乎?且晋公子敏而有文，约而不谄，三材 

傅之，天祚之矣。天之所兴，谁能废之?’子玉 

日：‘然则请止狐偃。’王日：‘不可。《曹诗》 日： 

“彼己之子，不遂其媾。” 邮之也。夫邮而效之， 

邮又甚焉。效邮，非礼也。” 马银琴通过表格形 

式排列 《左传》《国语》所载各国赋诗、引诗情况 

并制成坐标图后，得出的结论很有启示意义：“楚 

国尤其引人注 目，以超出周、郑、齐、卫近一倍 

的数目，仅次于晋国与鲁国，成为第三个引诗大 

国”，固 “在鲁、晋两国的高峰之后，楚人以 19次 

的数目，在郑、卫、齐、秦、陈、蔡等 国低平的 

引诗曲线上，形成了另一个高峰”，圆 “楚国的赋诗 

引诗事件，主要发生在楚成王至楚昭王的一百多 

年间，其中尤其以楚庄王、楚灵王时代为最盛”， 

“可知，大凡重视诗乐，曾经引诗、赋诗的楚国之 

君，皆为具求霸之心且有所作为者”。 马银琴的结 

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春秋时期的南楚贵族，不仅 

在有意识地深度接受 中原文化尤其诗教的影响， 

而且有作为的统治者，还有志于借用以诗教为核 

心的中原文化称霸中原，统治全国，这一结论是 

符合历史实际的。由此可见，南楚贵族对 《诗经》 

的接受程度。此外 《左传》昭公26年载，公元前 

516年，周宫廷发生变乱，召伯盈逆敬王而逐王子 

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 

器奉周之典籍以奔楚。”④王子朝等人奔楚国时所携 

“周之典籍”中很可能就有未经孔子删定过的带有 

“始 (启)日”“乱 日”标识的早期形态的 《诗 

经》吧。 

三是，虽未见屈原直接诵读 《诗经》 的文献 

记载，但其接受 《诗经》创作影响，当已是 自觉 

行为。战国时代，作为七雄中开始最有希望统一 

中国的楚国，与春秋时期相 比，本土文化与中原 

文化进一步深度融合，是不需要具体论证的事实， 

仅从出土于楚地战国中期墓葬中的郭店简、上博 

简、清华简所存中原文献数量，即可证实当时楚 

国贵族及文人钟爱研习并随葬中原文化经典的普 

及程度。郭店简共存古籍 18篇，其中南楚道家文 

献 4篇，而中原儒家经典 14篇；上博简共存古籍 

67篇，其中南楚历史、道家、楚辞作品文献 25种 

(篇)，中原历 史、儒、墨、法 诸 家文献 42种 

(篇)；已出版清华简 4册中，楚文献 4种 (篇)， 

中原历史文学文献 17篇。尤其是上博简 《孔子诗 

论》和清华简 《周公之琴舞》组诗的重见天 El， 

更证明战国时期中原诗教衰而南楚诗教盛的基本 

历史事实。而作为文化素养极高之楚国同姓贵族， 

任专门教授贵胄子弟的三闯大夫之职、且博 闻强 

志、又主管外交事务、并数次出使北方的屈原， 

更谙熟中原文化并深受其影响，也是不需要具体 

论证的事实。中原文化的精髓是礼乐文明，礼乐 

文明的标志则是诗教，诸侯各 国陈词应对 的是 

《诗经》，因此，屈原创作深植于南楚文化沃土之 

中的楚辞文学时，汲取他耳熟能详的 《诗经》文 

学的营养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当未经孔子 

整理过的如 《周公之琴舞》这类保留配乐演唱原 

始形态的 《诗经》作品在南楚代代传抄，至被贵 

族热捧求葬的屈原时代时，屈原在创作中吸收其 

中某些表现形式，并将其变身为新的艺术形式， 

乃当是自觉行为。固 

那么屈原是如何将 《诗经》作品中的 “启日” 

“乱日”乐章标识移植到不配乐演唱的楚辞作品中 

的呢?他是将 《诗经》 中的声音标识转变成了楚 

辞中的意义标识。其实，这一点去屈原不太远的 

东汉末人王逸早就发现了，并且 阐说得很清楚。 

他在 《楚辞章句 ·离骚经章句第一》 “乱日”下 

注云 ： 

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 

屈原舒肆愤懑，极意陈词，或去或 留，文采 

纷华，然后结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 

此解极为精准，完全符合屈原的原意。也就是说， 

“乱日”用在屈原作品的末章，就是用来概括全文 

主旨大意，表明作者意图的。因为 “乱日”本来 

在 《诗经》中标明的就是音乐的末章，末章音乐 

接近结束时 自然是繁音促节，交错纷乱，在高亢 

中嘎然而止的。屈原将 《诗经》 中的这一音乐特 

征深化为文学作品的总结性段落，便是将音乐的 

节名，深化为 “整治”的意思，所以也就成了对 

全文主旨的概括与揭示了。宋代洪兴祖补注时补 

“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辞也”，仍符合 

屈原与王逸之意，但接下去的注就有些画蛇添足 

了：“《离骚》有乱有重，乱者，总理一赋之终； 

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赋也。” 洪兴祖之后，一代 

代学者的注释，离屈原本义越来越远，完全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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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诗经》乐章章名之解，全与楚辞无关了。 

核读屈作的 “乱辞”，确实无不是全文的结穴所 

在。如 《离骚》乱辞，表明了 “吾将从彭咸之所 

居”的殉节志向； 《涉江》乱辞，抨击 “阴阳易 

位”现实，重申自己的志向；《抽思》乱辞，抒写 

哭诉无门的孤独情怀；《怀沙》乱辞，表明死节决 

心；《招魂》乱辞，寄托无限忧伤。可见确乃卒章 

显其志。这就表明屈原学习吸收 《诗经》乐章标 

识形式时，又将其作了新的价值升华。同时 “‘乱 

日’以后的诗往往去掉 ‘兮’字，也就成为四字 

句式的了。这和 《诗经》的用 ‘兮 ’字及四字句 

式是脉息相关的。” 也是其从形式上接受 《诗经》 

影响的实证。屈原借鉴 《诗经》 “乱日”乐章标 

识，在 《离骚》及其它作品中首创概括全文主旨 

的启示语 “乱日”形式后，后起作家便相继沿用， 

遂成为了楚辞的主要形式特征之一。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先秦出土文献及 

佚文献文艺思想研究” (项 目批准号：07BZW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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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壹)上册 “前言”，第 3 

页，中西书局 2010年版。 

②参见徐正英、马芳 《清华简 (周公之琴舞)组诗的身份 

确认及其诗学史意义》，《复旦学报》2014年 1期。 

③参见 《清华大学藏战 国竹简》 (叁 )下册，第 132页， 

中西书局 2012年版。 

④关于 《诗经》的三次编辑情况，详见刘毓庆、郭万金 

《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第 3-25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马银琴 《两周诗 

史》，第 135—144页，第 232—238页，第 291—295页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⑤ “风诗”和 “雅诗”只歌不舞 ，可以从清华简第三册 

《芮良夫毖》 “芮良夫乃作毖再终” 中看出，见 《清华大 

学藏战国楚竹简》 (叁)下册，第 145页。相关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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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从郑玄到刘毓庆皆言太师挚是周平王时人，当误。若其 

为平王时人，孔子怎能听到其演奏乐曲?未亲听又怎能 

评价为满耳都是音乐?且 《论语 ·八佾》 中有孔子专门 

指导太师挚谈音乐演奏的言论： “子语鲁太师乐，日： 

‘乐其可知也 ：始作 ，翕如也；从之，纯如也 ，嗷如也 ， 

绎如也，以成。”’杨伯峻 《论语译注》注太师为 “太师 

挚”。 

⑦③杨伯峻：《论语译注》，第 82页，第23页，中华书局 

2009年版。 

· 60· 

⑧程树德：《论语集释》，第 544页，中华书局 1990年版。 

⑨④⑦⑨③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 

解》，第 205页，第 485页，第 501页，第 501页，第 

332—333页，中华书局 2002年版。 

⑩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叁)下册，第 135页，中西 

书局 2012年版。 

⑩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杭云等整理 《礼记正义》，第 

l113页、第 l1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⑥笔者信从 “删诗”说，认为孑L子确实进行过司马迁所说 

“删诗”活动，详见徐正英、马芳 《清华简 (周公之琴 

舞)组诗的身份确认及其诗学史意义》，载 《复旦学报》 

2014年第 1期。 

⑩ “倡日”，见 《九章 ·抽思》：“倡日：‘有鸟自南兮，来 

集汉北。⋯ “重日”，见 《远游》：“重 日：‘春秋忽其不 

淹兮，奚久留此故居。”’“少歌 (一作小歌)”，见 《抽 

思》：“少歌日：‘与美人抽怨兮 ，并 日夜而无正。”⋯ 讯 

日”楚辞无例，仅见于贾谊 《吊屈原赋》：“讯日：‘已 

矣 !国其莫我知兮 。独壹郁其谁语。⋯ 

⑩江林昌：《清华简 “启日” “乱曰”与先秦诗乐舞传统 

(提纲)》，见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编 《清华 

大学藏战国竹简与先秦经学文献 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 

文集》，第 29页，2013年 5月。按：楚辞无江文所言 

“讯日”之例，例在汉赋如贾谊 《吊屈原赋》中。 

⑩有关古代 “采诗制度”的记载，可参见如下文献：《礼 

记 ·王制》： “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 

风”。《汉书 ·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 

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汉书 ·食货志》：“孟春之 

月，群聚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 ， 

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 日：王者 不窥牖 户而知天 

下。”《公羊传 ·宣公十五年》何休注：“男女有所怨恨 ， 

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 ，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 

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 ，使之 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 

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孔丛子 ·巡守篇》：“古者天 

子⋯⋯命史采民诗谣，以观其风。” 

⑩有关古代 “献诗制度”的记载，可参见如下文献：《国 

语 ·周语上》：“召公谏厉王日：为川者决之使导 ，为民 

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 

曲，史献书，师箴，瞍赋，嚎诵，百工谏，庶人传语， 

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 

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国语 ·晋语六》： “范文子 

云：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 

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 

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袄祥于谣 ，考百事于朝，问 

谤誉于路 ，有邪而正之 ，尽戒之术也。” (韦昭注 ：诵 ， 

诵读前世箴谏之语 。列，位也，谓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以 

讽也。)《左传 ·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侯云：自王以 



清华简 《周公之琴舞》组诗对 《诗经》原始形态的保存及被楚辞形式的接受 

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 

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 

艺。故 《夏书》日： ‘道人以木铎徇于路，宫师相规， 

工执艺事从谏。”’ 

⑥关于 《诗经》“颂诗”清庙祀祖性质的记载，可参见如 

下文献：《毛诗序》： “颂者 ，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 

告于神明者也。”朱熹 《诗集传》： “颂者，宗庙之乐 

歌。”陆侃如、冯沅君 《中国诗史》： “因此我们可以假 

定：颂本舞诗，诚如阮元所说 ，但舞诗与祭祀有关 ，故 

《三颂》中有不少的祭歌。” 

⑩ 《周颂》三十篇中，长5句的一篇：《维清》；长6句的 

二篇：《潜》、《赉》；长7句的六篇：《天作》、《昊天有 

成命》、《丰年》、《武》、《小毖》、《般》；长8句的六 

篇：《清庙》、《维天之命》、《思文》、《噫嘻》、《振鹭》、 

《酌》；长9句的二篇：《丝衣》、《桓》；长 10句的一篇： 

《我将》；长 11句的一篇： 《闵予小子》；长 12句 的三 

篇：《有客》、《访落》、《敬之》；长 13句的二篇：《烈 

文》、《有瞽》；长 14句的二篇：《执兢》、《载见》；长 

l5句 的 二篇 ：《时 迈》、《臣工》；长 l6句 的一 篇 ： 

《雒》；长23句的一篇：《良耜》；长31句的一篇：《载 

芟》。 

⑩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见 《观堂集林》，第59页一 

6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①傅斯年：《周颂说》，见 《诗经讲义稿》，第 18页，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⑨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见 《文史述林》，第90页，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②王国维：《汉以后所传周乐考》，见 《观堂集林》，第 

69—7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王小盾：《诗六 

义原始》，见 《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第2l3—-309页， 

东方出版中心 1998年版；马银琴：《周秦时代诗的传播 

史》，第 7—3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 

③王小盾：《诗六义原始 ·提要》，见 《中国早期艺术与宗 

教》，第213页，东方出版中心 1998年版。 

⑤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第27页，齐鲁书社 

1994年版。 

③黄伯思：《翼骚序》，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 

《楚辞类》引，第4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⑤司马迁：《史记 ·楚世家》，第 1529页，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③@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 1340页，第 1138页， 

第 1475页，中华书局 2009年版。 

④董治安：《从 (左传>、(国语)看 “诗三百”在春秋时 

期的流传》，《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第29页，齐鲁书 

社 1994年版。 

⑤③⑦马银琴：《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第 54页，第56 

页，第5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③有学者认为，清华简 《周公之琴舞》的 “启日”“乱日” 

乐章标识，还有一种可能，《诗经》文本流传到南楚后， 

南楚人在用南音演唱这些文本时，自己用南音 “启日” 

“乱日”标识了 《诗经》，所以才是 “启日” “乱日”对 

举，而不是孔子所称的北方 《诗经》乐曲 “始日” “乱 

日”对举 ，若此，则屈原作品中的 “乱日”就可能不是 

受 《诗经》形式的影响，仅是南楚音乐 中固有 的标识 

了。此观点是笔者分别请益曹旭和王小盾两先生时，得 

到的相近答复。该思路颇有启发意义，但如前所说，因 

为至今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还未发现南楚文学 、音 

乐作品中 “启 日” “乱日”对举的字样 出现 ，在屈原作 

品之前，也没有发现南楚作 品中有 “乱 日”字样出现。 

所以，此观点只是推测而无实证，因此在发掘出实证之 

前，笔者仍坚信 自己的观点可靠。 

⑩⑩洪兴祖：《楚辞补注》，第47页，中华书局 1983年版。 

④姜亮夫、姜昆武：《屈原与楚辞》，第 5页，安徽教育出 

版社 1996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秀臣 

· 61· 


